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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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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界有关江南会馆公所的研究
,

恐怕莫过

于对其功能与性质的探讨
,

成果也较多
。

但以

前似乎主要是讨论其性质
,

各抒 己见
,

新近的

重要研究成果如王 日根 �乡土之链
�
明清会馆

与社会变迁》
,

似 乎又偏重在其社会功能
。

这

些讨论或研究都是必要的
,

也是富有学术价值

的
。

然而会馆公所既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之别
,

其功能与性质当也有所不 同
,

自不 可一概而

论 � 会馆既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客籍人士的社会

组织
,

经商要务当不会不讲
,

其经济功能 自不

能轻描淡写
。

一
、

会馆公所异同论

为了探讨江南 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
,

有必

要先对会馆与公所的异同作些考辨
。

会馆公所

是行会性组织
,

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较为一致的

看法
。

但 �� 年代初吕作燮认为会馆并不是工

商业行会
,

会馆与公所这种行会组织有着根本

区别
�
前者是地域观念的组织

,

后者是同业的

组织 � 前者有仕商
、

工商业者
、

农民等各色人

参加
,

而后者的参与者仅限于工商业者 � 本地

人不设会馆
,

而本地工商业者都参与一定的行

会组织�
。

新近的研究既有仍持原来看法主张

会馆也是行会者
,

也有同意会馆并非行会但与

公所没有根本区别也无截然界限者
。

试举数

例
。

�近代上海城市研究》认为
,

主张会馆是

同乡的公益团体
,

不具有行会的职能
,

只有公

所才是行会组织的看法
,

是拘泥于会馆公所的

称谓
,

而忽视了对其实质的考察
。

就当时上海

的情形而言
,

会馆
、

公所的称谓
,

在一部分同

业同行团体中是通称的
,

说明会馆公所的名称

既不是划分同乡
、

同业团体的标志
,

也不是区

别是否行会组织的依据�
。

王 日根认为
,

会馆与公所在很多场合往往

不易区分
,

倘若真要说出二者的区别
,

其主要

点当在于
,

会馆往往较多地讲究仪貌
,

公所则

更多地注重实效
。

公所往往是中小商人谋求发

展的处所
,

会馆则往往是大商人跻身于仕途或

攀附仕途的根据地
。

而中小商人则既可栖身公

所
,

又可寄居会馆 �
。

邱澎生认为
,

会馆
、

公所的成员
,

基本 上

都是 自愿参与结社
,

并不是由政府或其他外力

强迫结社
,

都具备一定规模的共同财产
,

并且

制订有一套征收经常性公积金的筹款办法
,

都

经过向官府立案申请的手续
,

获得官府明令保

护其 公同财产而成立
,

所 以都是一种
“

自发

性
” 、 “

常设性
”

和
“

合理性
”

的新兴工商社团

组织
。

因此以会馆代表同乡团体
、

而公所代表

同业工商团体的说法
,

其实是不精确 的二分

法
,

失之粗疏
。

就语义上来说
,

会馆和公所都

是商人借来称呼 自己建筑物名称的现 成名

词�
。

以上各种看法都强调了会馆公所有着根本

的共同点
,

所举例证也大多说得通
,

因而具有

合理的地方
,

有一定的说服力
。

� �



会馆公所有若
一

定的 �冬�司点
,

这主要体现

在两方面
�

是 当时 �
�

特别是会馆公所的建立

者扰认为在公共场听这
·

意义 � 会馆与公所并

无截然界限 如道光中期陶�封就说
, “

会馆 设

在市座
,

为众 商公所
” ‘

矛 苏 州的广东嘉应 会

馆的创立者说
,

当地 人
‘

将房卖与广东嘉应府

众仕商 王仰莲等为公所
” � 。

安 徽宣州 会馆的

主人也说
, “

向来贸易苏省者… …设立公所宣

州会馆
”� 。

�海的福建泉漳 会馆的创建者说
,

“

会馆者
,

集邑人而立公所 也
’,

�
。

上 海的浙绍

公所参与者说
, “

绍郡绅 商
,

在沪贸迁
,

设公

所以相 晤语
” � 。

在这 些 人看来
,

公所 即公共

场所
,

会馆就是乡人的公共场所
,

因此同乡的

会馆与同 乡的公所是 一个概念
,

二是 会馆与公

所在名称 卜往往是相通的
。

如苏州的浙绍公所

又称绍兴会馆
,

元宁公所又称元宁会馆
,

兰溪

公所即兰溪 会馆
,

上海的四 明公所 即 四 明会

馆
,

锡金公所即锡金会馆
,

台州公所又称台州

会馆
,

钱庄业有南 市钱业公所和北 市钱业 会

馆
,

乍浦的咸宁公所又称炭会馆
,

常州的洪都

公所即洪都会馆
,

湖州四安镇的新安公所即新

安会馆
,

南汇县新场镇 的金陵公所即 金陵 会

馆
。

同 一会馆或 公所在名称上前后也 会变化
。

如 卜海 的潮惠 会馆
,

道光 十九年创建 时称公

所
,

同治五年易地重建时称会馆
。

木商 会馆咸

丰八年初创时称
,

光绪二十四年易地改建后称

会馆
。

茶 业 于咸丰五年与 丝业合组称丝茶会

馆
,

同治九年公所移办事处时称茶业会馆
。

诸

如此类
,

较为常见
。

正因为会馆公所有这些互

通处
,

所 以 民国 《上海县续志 � 卷三 �建置

〕今 主张
, “

至或称会馆
,

或称公所
,

名虽异

而义 则不甚 相悬
,

故不强为区分
” 。

清代中后

期的同业组织大多以 公所命名
,

大概也是出于

公共场所之本意和基于会馆公所不相悬殊的事

实
。

清末民初 乃至直到 �� 年代欧 美人
、

日本

人都将 会馆视为行会
,

大概也是基于会馆公所

的共 同点
。

那 么
,

会馆公所是否就没有 区别可以等同

视之
,

会馆公所的研究是否就可以到此为止不

必再加深究呢 � 回答恐怕是否定的
。

笔者以为
,

吕作燮以地域和行业为标准
,

过分强调 了会馆与公所的异
,

过于绝对
,

故为

人垢病
,

而新近的研究则过分强调了会馆与公

所的同
,

过于笼统
,

故仍有缺憾
,

个别论者更

以大商人与中小商人来区分会馆与公所
,

更属

��

牵强 我们认 为
,

考察其内部实质
,

应从地域

或行业的角度
,

将 会馆和公所分为地域性和行

业性两大类
,

即地域性会馆公所和行业性会馆

公所
,

会馆和公所
,

都有地域性和 行业性 两

类
。

这样
,

或许会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
,

或许

更有利于 问题的探讨
。

考察江南的会馆公所
,

苏州
、

上海
、

湖州

等地的会馆既有地域性的
,

又有行业性的 � 苏

州
、

上海
、

湖州
、

杭州
、

嘉兴等地的公所同样

既有行业性的
,

又有地域性的
。

从这个意义上

说
,

会馆公所相同论者的看法是说得通的
。

然

而会馆即使表现为地域性的同时也表现为行业

性
,

但地域性 占绝对 比例
,

在整个江南的 ���

所会馆中
,

地 域性会馆 为 ��� 所
,

占 �� �
,

行业性 会馆仅 为 �� 所
,

仅占 � � � 相 反
,

公

所即使表现为行业性的同时也表现为地域性
,

但行业性占绝对比例
,

在整个江南的 ��� 所公

所中
,

行业性公所 为 ��� 所
,

占 �� �
,

而地

域性公所仅为 �� 所
,

占 �� �
。

我们不能因为

会馆公所字面意义并无大区别而忽视了他们的

数量差别
,

并且应该由这种数量的差别注意到

它们的内在区别
。

这就是从总体而言
,

会馆主

要是地域性的社 会团体
,

公所主要是行业性的

社会团体
。

苏州的吴兴会馆碑记称
� “

苏城昊

兴会馆
,

系乾隆五十四年浙湖阂峙庭中承抚苏

时建造
。

虽为络绸两业集事之所
,

而湖人之官

于苏者
,

亦就会馆团拜宴集
,

以叙 乡情
。

故不

曰公所而曰会馆也
。 ” � 可见当时 人在会馆和公

所的称呼上并不是全无区别的
,

在地与业 上毕

竟有所侧重
。

一些公所可能是地域性组织
,

因

其
“

虽不 以会馆名实 已举 会馆 之事
” �

,

但会

馆 为行业性组织者究属偶然
,

不足以影响我们

作总体分析
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
,

吕作燮的看法

是有见地的
。

看来
,

将会馆公所的区别绝对化

不尽妥当
,

但将会馆公所视为一体
,

也未能究

其底蕴
。

会馆与公所不但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
,

而

且在产生时间上也有较为明显的先后
。

就总体

而言
,

江南的会馆 自明后期产生后
,

康熙年间

逐渐增多
,

乾隆时期大量增多
,

嘉
、

道时期臻

于极盛
。

假如以太平天国为限
,

已知确切或大

致时 代 的 ��� 所 会 馆
,

在 前 有 �� 所
,

占

� � � � 在后则仅有 �� 所
,

占 �� �
。

江南的公

所真正开始产生是在康熙十年的苏州
,

即印书

业崇德公所
,

终康熙之世仅此 � 所
,

雍正年代



仍只有零星的 �� 所
,

乾隆时期稍有增加
,

但

其高峰是 在同治以 后
。

若 也以太平夭国 为限
,

已知确 切或 大致时代 的 ��� 所公 所
,

在前仅

� � 所
,

占 � � �
,

在 后 则 多达 ��� 所
,

占

�� �
。

实际 上不知年代的会馆大多产生于嘉
、

道 以前
,

相反
,

知年代的公所则绝大部分形成

于太平天国以后
,

上海的公所甚至大多是清末

形成的
。

因此可以肯定地说
,

大多数会馆形成

于太平天国以前
,

甚至是鸦片战争前
,

而绝大

多数公所形成于太平天国以后
。

就各地 区而言
,

会馆公所的产生也有一定

的时间差
。

大体而言
,

苏州最早
,

到乾隆时大

多数会馆 已经产生
,

到道光时公所也已形成不

少 � 南京
、

杭州
、

湖州
、

常州
、

嘉兴等地会馆

的兴盛期在嘉
、

道时期
,

所谓
“

嘉道间
,

海内

无事
,

商贾愚迁… … 皆一时各建会馆
”。 � 上

海会馆较晚
,

大量产生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
,

各地会馆公所特别是会馆形成时间上的差异
,

说明不但会馆与公所的兴衰有前后的区别
,

而

且各地之间也前后相继
,

或者说各地的经济兴

盛期有先后
,

特别是上海开埠后由于特殊的地

理和区位优势
,

表现得最为明显
,

其最为兴盛

期已是江南其它城市的衰落期
,

会馆公所也从

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一点
。

可见
,

不但会馆与公

所不能混为一谈
,

无视其间时间
� �

卜的差异
,

而

且各地的会馆公所也不能笼统而言
,

看不到它

们在地域
�

上的差异
。

二
、

地域性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

会馆公所的创建者和撰文纪事者留下了大

量有关内容的文字
。

蔡世远说苏州漳州会馆之

建
, “

以 事神而 洽 人
,

联情 笃谊
,

所系 聂

重
”。

。

余正健说苏 州的三 山会馆
“

宫之建
,

不特为答神既而 资游览
,

且以敦 乡谊
,

讲礼

让
”。

。

兰溪人戴曦则是这 样表达在苏州创立

金华会馆的目的的
� “

虽苏之与婆
,

同处大江

以南
,

而地分吴越
,

未免异 乡风土之思
,

故久

羁者
,

每喜乡人决止
,

幸来者
,

惟望 同里 为

归
,

亦情所不能已也
” , “

为想春风秋月
,

同乡

偕来于斯馆也
,

联 乡语叙乡情
,

畅然蔼然
,

不

独逆旅之况赖以消释
,

抑且相任相恤
,

脱近市

之习
,

敦本里之淳
,

本来面 目
,

他乡无间
,

何

乐如 之
” �

。

史茂 在苏州 �新修陕西 会馆记 �

中表达 �
’

完全同样的意思
� “

余惟 全馆之设
,

所以联 乡情
,

敦信 义也
一

吾 乡幅 员之广
,

几半

天下
,

微论秦 陇以 西
,

判若两 省
、

即河渭之

间
,

材墟鳞栉
,

平时有不相次洽者
·

巨相遇

于旅邸
,

乡音方语
, 一 时蔼然而入于耳

,

嗜好

性情
,

不约而同于心
。

加以岁时伏腊
,

临之以

神明
,

重之以香 火
�

搏酒篮哺
,

欢呼把臂
,

异

乡骨 肉
,

所极 不忘耳
”。

。

上海的豫章 会馆碑

载
,

设立 会馆
, “

凡事遇公私
,

集议其 中
,

藉

可时常亲近
,

未始非联属 乡情之善举
” , “

稗春

秋佳 日
,

宴集谈心
,

不时聚首
,

虽处异 乡
,

情

同故里
,

一举 之善
,

其快 何如
”
。

。

其他如苏

州的兴安会馆
、

汀州会馆
、

潮州会馆
、

江西会

馆
、

浙宁会馆
、

上海的泉漳会馆
、

乍浦的咸宁

公所 �俗称炭会馆 � 等碑文
,

都表述 了同样的

内容
。

可以说江南各地几乎所有的地域性 会馆公

所的创建者或修葺者都反复强调会馆公所的建

立
,

旨在联 乡谊
,

祀神抵
。

这可以说是地域性

会馆公所最为常见的活动内容
,

最易理解的创

设动机
。

客籍 人士要在异乡托足
,

建立在地域

乡邦基础 上的扩大 了的宗族姻亲势力是最可凭

藉和依赖的力最 而集结
、

联合
、

扩大这种力

量
,

口佳有通过叙 乡谊
、

祀神袱的形式
,

以同宗

同亲
,

同 乡同风
,

共同的神灵崇拜和宗教信仰

来维系和感召
。

会馆公所这
·

建筑物本身就是

乡情亲情 的表征
。

岁时令节
,

同乡之 人
,

无论

关 系亲疏
,

熟识与否
,

营业异同
,

语同音
,

食

同风
,

拜 乡土神
,

演 地方戏
,

亲不亲
,

故 乡

情
,

雍雍熙熙乐陶陶的气氛是会感染每
·

个人

的
,

思亲 之情
,

乡愁之 苦
,

于此也可得到 慰

藉
。

平时的互通 信息
,

互相照应
,

互相周恤
,

互相支持
,

更会使异 乡孤客随时随地感受到 乡

党的可亲可爱
。

会馆成为联络广大客籍人士强

有力的纽带
,

同籍人士在客居地组成了一个个

小社会
。

联 乡谊是与祀神袄联系在一起的
。

各地商

帮都崇奉固定的神抵
。

福建
、

广东这些航海商

帮以及其他沿海商帮都崇奉蹈海救难
、

屡著灵

验
、

保佑航海的 化身夭妃 �夭后 �
。

在江南
,

天妃宫往往就是这些商帮的会馆所在地
,

留存

至今的材料不少就是天妃宫记
。

徽商
、

宁国商

人
、

山陕商人
、

江浙商人
、

山东东齐商人等崇

奉忠义侠胆
、

正义伟力的象征关公
。

山东济宁

商
、

江淮商崇奉宋末殉节
、

能庇佑河运的诸生

� �



谢绪为金龙四大王
,

江南的大王庙往往为这些

商帮所建
。

江西商帮崇拜族阳令主许逊为许真

君
。

这些神化 了的忠心正义
、

力量的化身
,

经

历代渲染
,

都成了护佑 一定地域或某些行业的

功德神
,

已经超出 了乡土神的范 围
。

奉祀这些

神抵
,

既祈求保佑平安吉利
,

又借以树立各地

域商帮特有的形象
。

正像各地民间普遍供奉诸

多神一样
, “

许多会馆也并非以仅供一神为满

足
” �

。

祀奉主神 的同时
,

也配 祀
、

配享一个

或数个 乡土神或乡先贤
。

徽州
、

宁国商人在盛

泽镇的徽 宁会馆
,

正殿 中供 关羽
,

东供忠烈

王
,

西供东平王
,

殿东行宫供奉朱文公朱熹
。

苏州的潮州会馆
,

始建仅有天后 阁
,

后增建观

音阁
,

观音阁中还建有昌黎祠 �祀韩愈 �
。

光

绪八年落成的苏州的两广会馆
,

中间三间堂

屋
, “

祀乡先生之官斯土者
” ,

明代为应夭巡抚

广东人海瑞
,

清代为江苏巡抚广西 人陈宏谋
。

苏州的钱江会馆
,

外供关帝
,

内奉文昌
。

苏州

的嘉应会馆供奉关帝 以外
,

旁祀四尊
,

内楼供

奉南华六祖
。

苏州的江西 会馆主奉许真君外
,

后殿供奉天后
。

上海的建汀会馆
,

中奉天妃
,

“

旁有数楹
,

或祀土神
,

或奉先董
’, � ,

最为特

别
。

上海的祝其公所
,

既奉关圣
,

又奉天后
。

上海的潮惠会馆前堂祀夭妃
,

后堂祀关帝
,

左

右祀财星
、

双忠
。

上海的商船会馆创设时仅奉

天后
,

后增祀福山太尉诸大神于北厅
,

祀成山

镖骑将军膝大神于南厅
。

徽商在乌程县眺谷铺

还有祀朱熹的朱文正祠
,

又称新安乡祠
。

宁绍

商人在归安县济川铺则有宁绍三贤祠
,

又称宁

绍 乡祠
,

由此可见
,

明清会馆神灵崇拜经历了

由单一神到众神兼祀的发展演变
,

关圣天妃
,

财神土神
,

乡贤名宦
,

释祖先达
,

都可作为崇

祀对象
,

反映 了各地域商帮的企求是 多方面

的
,

相当宽泛和复杂的
。

会馆公所要有持续有效的感召力
,

要使异

地异业的众多同籍之人对会馆公所长久保持向

心力
,

光凭联 乡谊与祀神抵是远远不够的
,

因

而大多公开声明将力行善举也即社会救济放在

重要地位
。

加入会馆公所的仕商
,

共同集资为

会馆积累资金
。

有些会馆如江西会馆还规定按

经营所得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
。

会馆公所通常

置有房屋 田产以收取租息
。

在这方面
,

徽州商

人
、

潮州商人
、

宁绍商人等是较为突出的
。

所

有这些公积金及公产所得租息
,

大多用于救济

本地域的贫病无依
、

失业及死亡者
。

公馆公所

� �

对同籍人士的生养死葬 予以资助
,

失业者 救

济
,

年老不能经营者资助返 乡路费
,

或者因病

延医供应汤药
。

有的公馆还为同籍或同业诵经

超度
,

祭祀设忏
。

在这方面
,

尤以在上海的宁

波商人最为突 出
。

四 明公所内
,

木业有长兴

会
,

肉业有诚仁堂
,

竹业有同新会
,

内河小轮

业有永安会
,

马车漆业有同议胜会
,

钢铁机器

业有永生会
。

会馆公所大多设有殡 �丙 � 舍
、

义家
,

停放棺枢
,

埋葬棺撑无力返乡者
。

据笔

者初步统计
,

各地域商帮在江南的这类寄枢

所
、

义家等身后慈善设施多达 �� 余所
,

几乎

遍布江南各地
,

特别集中在商人活动最为活跃

的苏州
、

上海等地
,

创设者有安徽的徽州
、

宁

国商人
,

浙 江 的绍兴
、

宁波
、

金华
、

湖 州商

人
,

福建的兴安
、

汀州
、

泉漳
、

晋惠
、

三山
、

福宁
、

建宁商人 � 江苏的洞庭
、

句容商人
,

以

及山东
、

江西等地商人
。

其中以徽商的义家等

设施为最多
,

达 �� 所
。

怪不得径县人朱疥慨

叹
, “

皖江多好善
,

所在辄置义家
’,

。
。

这些慈

善设施
,

不少置于会馆建立后
,

但有不少早在

会馆创立之前就购置了
,

甚至未设会馆的不少

地方也有这类设施
。

有的会馆还设有义学
,

让

本地域的贫寒子弟也能有读书识字的机会
。

各

地域商帮举办这些善举
,

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对

内的向心力和对外的竞争力
。

在江南的各支商

帮的实力似乎正是与会馆建筑
、

善后设施相一

致的
。

因此
,

就其实施社会救济而言
,

会馆公

所又是力行善举的社会组织
。

联乡谊
、

祀神袄和办善举表面上看起来构

成了地域性会馆公所的全部活动内容
,

也是创

办者公开宣称反复标榜的
,

但实际上这些活动

既是社会意义的
,

也是经济意义的
,

而且最终

恐怕还是为了更加讲究经营之道
,

维持和发展

各支商帮自身的实力
,

以便在 日益激烈的商业

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
。

吴大徽在上海的潮惠会馆迁建记中全面地

表述了会馆的功能
� “

会馆之建
,

非第春秋伏

腊为旅人联蹲酒之欢
,

叙敬梓恭桑之谊
,

相与

乐其乐也
,

亦以愚迁货居
,

受座列肆
,

云合星

聚
,

群萃一方
,

诅免眶毗
,

致生报复
,

非赖奢

旧
,

易 由排解 � 重以时势交迫
,

津梁多故
,

横

征私敛
,

吹毛索瘫
,

隐倚神丛
,

动成疮膺
。

虽

与全局无预
,

而偶遭株累
,

皇皇若有大害
,

踵

乎厥后
。

既同井 邑
,

宜援陷阱
,

凡此皆当优其

所优者也
。

纵他族 好行其德者
,

亦能代为捍



卫
,

而终 不若出于会馆
,

事从公论
,

众 有同

心
,

临以神明
,

盟之息壤
,

稗消衅隙
,

用济艰

难
,

保全实多
,

关系殊重
。

推之拯乏给贫
,

散

财发粟
,

寻常善 举
,

均可余力及之
,

无烦类

数
。

此会 馆之 建
,

所 不容缓 也
。 ’,

。说得很 清

楚
,

会馆不但联谊祀神拯乏
,

而且还要排解经

营纠纷
,

对付各种苛索骚扰势力
,

捍卫和维护

地域商人的利益
。

马登云也说
,

苏州的潮州会

馆设立后
, “

凡吾郡士商往来吴下
,

愚迁交易

者
,

群萃而游燕憩息其中
”。

。

苏州的金华商

人也曾声称
,

会馆建成后
, “

于是吾郡通商之

事
,

咸于会馆中是议
’,
。

。

乾隆四十一年
,

当

苏州的钱江会馆屡屡被仕宦借居引起该地商人

不满诉之公堂后
,

吴县令裁决
, “

查会馆为商

贾贸易之所
·

一商贾捐资建设会馆
,

所以便往

还而通贸易
。

或货存于斯
,

或客栖于斯
,

诚为

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
”。

。

会馆是商议

经营事务之所
,

是堆贮商货
、

居停商客之所
,

也是从事贸易之所
。

客籍商人千里跋涉云集到

商品贸易极为发达的江南
,

自然不是为了叙 乡

情
、

联乡谊
,

而是为了牟利致富
。

会馆公所这

种公共建筑正是利用集体的力量
,

切磋经营之

道
,

商讨经营方针
,

互通贸易信息
,

采取联合

行动的大好场所
。

《东齐 会馆碑记》载
,

商人

纷投于金玉财宝之乡
, “

然而钱贝喧 阂
,

市凄

之经营
,

不无参差
。

而好究侵渔之术
,

或乘间

而抵隙
,

此非权量于广众稠集之候
,

运转于物

我两忘之情
,

相动以道
,

相尚以谊
,

不可也
。

会馆之设
,

义亦大矣哉
’,

。
。

说到底
,

会馆是

权量物候
,

商议商务的组织
。

联谊祀神也好
,

力行善举也好
,

对商人来说
,

多半都是为商业

活动打基础
,

为恢扩经营服务的
,

而且这些活

动本身便可视为商人活动的必要组成部分
。

因

此
,

从商业发展着眼
,

会馆公所又是客籍人士

广为联络
,

加强团结
,

自我保护
,

自谋发展
,

增强实力
,

开拓商务的乡邦团体
。

明中期起涌

现出来的大大小小商帮
,

就是在会馆公所的旗

帜下不断发展壮大的
。

会馆既是地域商人在客籍地联络了大小商

人 自我管理
、

谋求发展的社会组织
,

也就成为

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管理
、

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管

理的重要辅助力量
,

道光年间
,

有人明确提出

在江南利用会馆管理都市人口的构想
� “

省垣

五方杂处
,

易成朋党
,

易起衅端
。

此中查访难

周
,

最难安放
。

窃意各省有各省会馆
,

各行有

各行 会馆
,

各归各 帮
,

尤 易弹 压
。

宜于 会馆

中
,

择贤董数人
,

专司劝导
,

每逢 月朔 日
,

各

会馆宣讲馆约… …三次不到
,

即屏斥
,

或资遣

回籍
。

如此…… 虽五方杂处
,

亦不足患也
” �

。

这种构想具体实行起来恐有难度
,

是否实行也

不得而知
,

但会馆是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的有力

工具当可肯定
。

乾隆四十九年
,

苏州潮州会馆

的碑记中有姚姓
“

客长
”

的署名
,

此
“

客长
”

大约就是专司管束客籍商人的
。

综上所述
,

地域性会馆公所是祀神抵的公

共建筑
,

联 乡谊的聚会场所
,

办善举的社会组

织
,

谋商务的地域团体
,

甚至还是地方政府加

强治安的辅助力量
。

这种地域性会馆公所
,

不

是行业的组织
,

没有东伙之别
,

而是
“

人各异

乡
,

居各异地
” ,

包括 了一特定地域的各行各

业全部客籍人士的地域组织
,

它对内并不互相

限制
、

互 相排斥
,

而在 乡邦精神的 号 召下
,

“

相韵以道
,

相 尚以谊
” ,

提倡和 力行 互持互

助
,

互相保护
,

对同乡的经营活动不加任何限

制
,

以人数众多
、

实力不断发展为自豪 � 对外

不搞垄断
,

而是鼓励发展
,

提倡竞争
,

讲究经

营之道
,

展开与其他地域商帮的竞争
。

这样的

地域性会馆公所是工商业
、

特别是商品经济发

展到一定程度 的产物
,

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

中
,

又不断地促进和推动 了商品经济的发展
。

历史事实表明
,

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
,

工

商业会馆公所最多
,

商品经济与工商会馆公所

的发展是同步的
。

把这样的地域性会馆公所不

加区分
,

一概说成是对内限制发展
、

对外排 斥

竞争的封建行会组织
,

确实从理论上和史实上

都是站不住脚的
,

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
。

个

别论者所谓商人会馆
“

举凡行会精神的主要方

面
,

如垄断市场
、

统一售 价
、

统一度量衡器
、

统一商品规格
,

乃至控制和排斥非本行会的商

人
,

色色俱全
”

的看法。
,

实际上主要依据个

别行业性公所而来
,

很难用来证实所要讨论的

商人会馆的性质
。

三
、

行业性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

行业性会馆公所是工商同业组织
,

大多有

行规
,

对入行条件
、

商品价格
、

使用 的度量

衡
、

招收学徒
、

同业救助等有着相应 的规定
,

称之为行会
,

未尝不可
。

但这样的行会
,

也有

� �



着中国固有的特色
,

与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在 内

涵 仁阳对经济的影啊 等方面都是有所不同的
,

不能拿西方的行会来随意框套
。

这是因为
�

第 一
,

江南的手
一

�二行业
,

直到鸦片战争爆

发
,

井非如 少
、

所说都以行会为必要形式
,

都是

行会手工业
。

有 人强 调
, “

在中国封建社会条

件下
,

行会既是 手工业者的封建组织形式
,

又

是城市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形式
”。

。

也有 人

说
� “

行 会普遍存在于 各行业
” , “

所 以直到

��� � 年的 鸦片战争以前
,

苏州的手工业仍然

是行 会手工业
”。

。

还有人说
, “

手工业行会在

明中叶至清前期 已达到它的鼎盛时期
” , “

不仅

如此
,

这一时期
,

行会已显现出逐步瓦解的迹

象
” �

。

这些 各行 各业都存在行 会的说法
,

与

历史实际的出入是很大的
。

已知的江南行业公

所康熙时 才 出现
,

直到 鸦片战争爆发
,

也未
“

普遍存在于各行业
” ,

其绝大部分是鸦片战争

后甚至是同
、

光年间才陆续产生的
,

而那些行

业无疑是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存在了
。

把尚未以

公所为普遍形式的所有手工业都论断为行会手

工业是缺乏说服力的
,

而即使是将公所理解为

行会
,

称其方兴未艾 日趋兴盛之势为
“

逐步瓦

解
” ,

更是与历史书实大相径庭的
。

第二
,

江南相当部分的行业性公所与中世

纪西方的行会在产生 目的
、

成立时的社 会背景

等方面都不
�

样
。

根据 马克思
、

恩格斯的有关

论述
,

中世纪西方社会城 乡之间不断战争
,

农

村领 主贵族 与流 亡到城市 的工 商业 者严重 对

立
,

商业很不发达
,

城市之间联 系很不密切
,

城市居民稀少需求有限
,

城市中的工商业者为

了在政治 卜组织力觉反对封建贵族
,

在经济上

为
一

� 维护同业利益限制 同业竟争而结成了行会

组织
。

由于市场的狭窄
,

在行会内部
,

各个劳

动者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分工
,

每个劳动者都熟

悉全部工序
,

凭借专业和熟练的技巧
,

像生产

艺术品一样生产有限的商品
,

每一个手工业者

世袭地继承生产技术
、

行会特权
,

甚至顾客和

销售市场。
。

在中国
,

在工 商业公所 日益增多

的鸦 片战争前后
,

情况完全不是这样
。

中国向

来城 乡
一

体
,

城市统治 乡村
,

城市工商业主与

乡村地主也无截然界限
。

明清时期
,

全国范围

的商品流通极为发达
,

商业贸易相当繁盛
,

城

市之间联系紧密 日益不可分
,

城市人口迅速膨

胀
,

市场需求相当广阔
,

鸦片战争前后更面临

着与西方商业势力的竞争
。

在这样的社会背景

��

下
,

行业性组织公所的成立
,

就有着远为复杂

多样的动机和目的
。

台湾邱澎生在 �十八 卜九世纪苏州城的新

兴工商业团体》 一书中认为
,

那些会馆公所成

立的动机至少有如下四种
�

特许商联 合禁止非

法业者进入市场营业
,

批发商联合对中介商人

进行集体谈判
,

包买商或大作坊主联合对劳工

进行集体抗衡
,

部分行业的工商业者联合建立

寡占市场
。

他进 而指 出
,

在这 四种经 济动机

中
,

只有第一与第四种可与
“

限制 自由竞争
”

扯上关系
,

第二与第三种则根本不适用
。

而其

中的第一种动机不是因为工商业团体本身的经

济特权
,

而是来 自政府法律对于中介商人的管

理法令
,

工商团体不过是重申政府法律限 制
“

自由竞争
”

的禁令而 已
,

所 以单举
“

限制 自

由竞争
”

为结社动机
,

有立论过 于 含混的弊

病
。

这些看法是作者对鸦片战争前苏州的会馆

公所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类考察后得 出的
,

具有较强的说服力
。

笔者以为
,

如果全面分析江南行业性 会馆

公所
、

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大量兴起的公所
,

探

讨其产生原因
,

除 了上述邱澎生所说的四种
,

至少还有如下几种
。

不少行业设立公所是为了谋求官方保护
。

在中国封建社 会
,

地方政府毕竟是维持秩序
、

稳定社会的力量
。

工商行业要想维持和获得发

展
,

就必须获得官府的保护
,

以官衙的权威来

对付各种不法势力的骚扰劫夺
。

大量行业公所

成立时向官府备案就是出于这种动机
。

苏州豆

米杂粮业就明确声称
, “

白拉名 目
,

不论何业
,

均有此名称
。

既无公 所
,

亦莫由官 厅给 示保

护
,

布告禁止
” ,

如果营业受损
, “

不但国税枚

关
,

而同业亦受其害
”。

。

苏州成 衣业公所也

是为了应付无业游民
、

地匪游勇在其公产内酗

酒赌博
、

任意作践而成立 的。
。

同西方行会与

封建势力互相对立正好相反
,

中国的封建政府

与工商业团体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
。

不少行业创立或恢复公所是为了维护行业

信誉和产品质量
。

如苏州酒行
,

因被无帖私牙

领卖短减
,

担心份量价值短长不一
,

乃于道光

二十四年设立醛源公所
,

置立公姐
,

各行仿设

量卖
,

使无欺短之私。
。

苏州酱业
,

未曾注册

的酱店往往
“

代牌营私
,

偷造酱货
” ,

以致质

量低下
,

销售不畅
,

同业就于同治十二年创建

酱业公所加以整顿 �
。

苏州煤炭业
, “

因无公



定规则
,

售价不一
。

甚有巧计营生
,

或跌价放

秤
,

兜揽生意
� 或次货混冲

,

欺谎买客
,

种种

技巧
,

奸 伪百出……致买客疑窦丛生
,

外负重

利之虚名
,

内受亏蚀之实害
” 。

在这种情形下
,

同业 创建 了坤 震公 所以维持商 务
,

筹办 善

举�
。

�
�

�海珠玉业新汇市公所成立后
, “

珠宝

玉器各商入市贸易者
,

莫不以信实为之
。

故定

章不论珠 宝翠玉
,

凡属 鹰品
,

概不 准携入销

售
,

致为本汇市名誉之累
”。

。

确保产品质量
,

反对假冒伪劣
,

提 倡诚实经营
,

制订交易规

则
,

完善市场设施
,

严禁不正当竞争
,

维护生

产者和消费者利益
,

这是创造稳定有序的市场

环境的必要措施或手段
,

所以得到地方政府的

支持
,

也是我国传统商业的合理 内容
,

应该予

以肯定
。

不少行业创立或恢复公所是为了因应

日益繁多 的同业事务
。

工商行业 生产经营者

少
,

规模不大
,

事务稀少
,

没有成立同业组织

的必要 � 同业发展
,

头绪纷繁
,

事务剧增
,

为

了谋求发展
,

才需群策群力
,

聚会商议
。

鸦片

战争后
,

江南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
,

工 商各业联 合起来共商事务尤为必要
。

不少公

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或恢复的
。

如上海靛

业
,

太平 夭国后
, “

各处靛市
,

有聚有散
,

而

卜海之盛
,

十倍于昔
。

靛之产自中土以及来 自

外国者不
一 ,

其名来者既多
,

去者亦远
,

非明

定条约
,

何以昭 信义
,

而 广招徕乎
” ,

于是光

绪三年才有靛业公所 �
。

他 如上海油麻业
、

鲜

果业
、

冰鲜业
,

苏州寿衣业
、

洋货业等
,

原因

大多如此
。

这些公所的创立
,

不是行业垄断的

产物
,

而是行业发展的需要
,

不是经营者为了

维护小生产局面的结果
,

而是同行业迎接新形

势
、

因应 日益繁多事务的结果
,

很可能不是为

了垄断市场
,

而恰恰是为 了扩大市场
。 �

仁海等

城市随着工商百业的兴盛
,

新行业增多
,

老行

业扩大
,

公所迅速增加这 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

这一点
。

更有不少行业创立公所是为了对付西方经

济势力并与之展开竞争
。

如上述上海油麻业成

立公所也在于当时出口既多
,

销场益盛
,

同业

认识到天时
、

地利
、

人和三者为营业的关键
,

“

彼外人之能以商战争雄者
,

惟其对于 内则精

益求精
,

对于外则同德同心故也
” 。

公所成立

后
, “

凡所以筹进行之方
,

图生利之策
,

协力

经商
,

同心御侮者
,

青在于斯
’,

。
。

上 海钱业

也指出
, “

顾商战之要
,

业欲其分
,

志欲其合
。

盖分则竞争生
,

而商智愈开
,

合则交谊深
,

而

商情 自固
。

公 所之 设
,

所 以 浚 商智 联 商情

也
” �

,

十是光绪止 卜 几年设立 厂沪南钱业公

所
。

上海的水木工业公所认 为
, “

且夫人必能

自立
,

而后能 自由 � 必能 自由
,

而后能 自强 �

必人人能 自强
,

而后其国强
,

其种强
” ,

公所

之设
, “

在捍御外侮 而爱护其同类
”

与
“

杜联

合心智
,

而切喇其智识才能
”够

。

光绪 二 卜二

年
,

苏州银楼业修复 安怀 公所
,

旨在
“

联群

情
,

结团体
,

互启新知
,

勿私小利
,

使吾业于

商战界
�

�
,

占进步而操胜算也
” � 。

这样的公

所
,

是为 了团结同业
,

以浚商智
,

联商情
,

应

商战
,

与保守
、

封闭的西方中世纪行会毫无共

同或相似之处
,

而是体现了中国工商界反对西

方列强掠夺诈取的强大的团体力量
,

极大地推

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
。

第三
,

绝大部分公所所起的作用与西方行

会迥然不同
。

亨利
·

皮朗对 中世纪欧洲行会的

作用是这样论述的
� “

它的主要 目的是保护工

匠既免受外来的竞争
,

也免受 同行之 间的竞

争
。

它把城市的市场完全保留给同业行会的工

匠
。

它排斥外来的产品
,

同时 又监视不使同行

的会员因损害别 人而 致富
。 �卜是 由于这个 原

故
,

逐渐形成了许多详细的规定
。 ” “

例如规定

工作时间
,

规定价格和工资
,

禁正任何种类的

广告
,

决定每一个作坊 中的工 具数幼和工人数

目
,

指派监督 人进行最细致
、

最严 格的监督
。

总而言之力求保证对每
一名会员的保护

,

并且

尽可能做到完全平等
。

这样
,

它的结果就用全

体 一致的严格的服从来保证每个 � 、的独立
,

同

业行会的特权与垄断所造成的反结果
,

就是 一

切创造性的毁灭
。

任何人不得用较别人生产得

更多与更廉价的方法来损害别人
。 ”
的江南的公

所由于其创立宗旨和所处的社会背景与西方行

会不同
,

也就决定 了它起不到西方行会的那种

作用
。

江南的工商各业
,

不但多数成立公所时间

很晚
,

如苏州的纱缎业
、

纸业
、

棉布加工业
,

南京的缎业
、

染业等
,

而且这些居有重要地位

的主要行业
,

即 使成立 了公所 也未必就有行

规
。

如苏州印书业崇德公所
,

成立 于康熙十

年
,

但直到道光二十五年
,

该所还宣称
, “

缘

刷印书籍
,

向无行规
”。

。

苏州等地的丝织业
,

力主行会说的学者认为
,

那是 自十一世纪七八

十年代起 即形成 的
“

一种很古老的行会手工

� �



业
” ,

但却不得不承认
, “

有关明代苏州丝织业

行会组织活动和行规的具体资料
,

还没有可能

见到
” ,

而且
“

直到现在
,

还 没有见到有关苏

州丝织业的行规
” �

。

没有 发现 行规 自然不等

于一 定没有行规
,

但对这些没有行规或还未发

现行规的手工行业
,

我们怎么就能断定它们必

是行会手工业
,

并从而认定它们实行垄断
、

限

制竞争
、

防止 内部分化
、

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

呢 � 实际上
,

在江南的丝织业中
,

其生产方式

由明后期在
“

以机抒致富者尤众
”

的基础上的

简单协作
,

发展到嘉
、

道年间取得普遍形式的

帐房领织制
,

根本看不到所谓的的行会在起作

用 �
。

如果 是有限制竞争行规的行会手工 业
,

为何对那些领有四五百张织机的李扁担
、

陈草

苞
、

李东阳
、

焦洪兴等帐房主不加任何限制 �

棉纺织加工业是苏松地区的重要行业
,

在棉布

收购
、

瑞染
、

发售过程中竞争相当激烈
,

我们

同样看不到行会干预的踪迹
。

清初
,

徽州氏在

苏州开张棉布益美字号
,

为扩大销售量
, “

密

嘱衣工
,

有以本号机头缴者
,

给银二分
” ,

年

销布百万匹
,

每匹赢利 ��� 文
,

获利 �� 万两
。

十年后即
“

富甲诸商
,

而布更遍行天下
” ,

其

后
, “

二百年问
,

汉南漠北
,

无地不 以益美为

美
”。

。

这 种类似 于今 日利用优 质品牌扩大生

产和 销售规模的竞争手段
,

前后持 续 了 � ��

年
,

居然没有遭到同业干预
。

其它如苏州的纸

业
、

钱业
、

典当业
,

上海 的运输 业
、

水 木作

业
、

成衣业
、

洋货业
,

杭州的丝绸业
,

南京的

丝业
、

丝织业等
,

经营规模前后变化较大
,

似

乎都看不到行会势力的干预
。

无视这些事实
,

把没有行规或尚未发现行规的这些行业一概说

成是限制竞争的行会手工业
,

自然难以服人
,

也不利于行会史研究的深入
。

在我们所知的江南各业的行规中
,

主要是

关于救助同业
、

捐资办法
、

工价给付
、

工匠管

理
、

产品质量
、

禁止假冒
、

抵制不法牙行
、

对

付地棍势力等 内容
,

也有一些关于产品价格
、

开业条件
、

交入会钱
、

招收学徒年限等内容
,

而有关限制竞争
、

垄断市场的内容则很难见

到
,

以致于力主行会说的学者也承认
“

根本不

涉及买卖交易成规
” �

。

既然如此
,

我们又何

以断定公所一定限制了内部竞争
,

垄断了外部

市场
,

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呢 �

至于那些为了控制生产规模
、

防止内部分

化
、

保有经营特权的规定
,

似乎多存在在一些

� �

在经济生活中不占主导地位或技术要求特殊的

行业中
,

如锡箔业
、

蜡笺纸业
、

玉器业
、

冶业

等业中
,

而那些有关 国计民生如米粮
、

木材
、

丝绸
、

棉布
、

纸张等生产和贸易行业就无相应

的规定
。

即使是那些限制性行规
,

其实行也是

颇成问题的
,

苏州蜡笺纸业行规规定六年准收

一徒
,

捐足 �� 千钱
,

而有戴传芝者
,

六年中

收了 � 个徒弟
,

而 且
“

非惟 自名下抗 不付捐

… …反敢捏饰诬蒙请示
”。

。

看起来
,

这样的

行规根本没有什么约束力
。

人们喜欢引用的苏

州金箔作因违规收徒被同业咬死的事例
,

只因

事主不但不听同业劝告
,

反而赴县察控
,

称同

业把持
,

得到县令
“

私立规条
,

本非国例
,

所

当管办
”

的裁示后
,

更加有恃无恐
,

同业忍无

可忍
,

才在
“

人少而利厚
”

的情形下作出了此

极端之举
,

而且为首者仍抵了命。
。

同业把持

是地方政府严禁的
,

所谓
“

把持行市
,

律有专

条
。

若欲强分疆界
,

垄断居奇
,

万难准行
”。 。

也就是说行规必须在不违反
“

把持行市
”

律条

下才算合法
。

因此
,

这样的事例没有多少普遍

典型意义
,

不能一见行规就以为实际生活中就

必然如此
。

纵观江南的公所
,

它们是得到地方政府保

护的同业组织
,

其创立或复设
,

或因应付复杂

的环境
,

或因谋划日益急增的同业事务
,

或因

确保产品质量维护同业信誉
,

也有的为了与西

方列强经济势力抗争
。

它们在救助同业
、

社会

救济等慈善事业方面
,

在镇压工匠反抗
、

配合

封建政府的基层统治方面
,

在保证产品质量
、

维护营业信誉
、

讲究经营道德方面
,

在整顿经

营环境
、

抵制不法势力方面
,

在谋求工商发

展
、

提倡公开竞争方面
,

在与列强抗争
、

发展

民族经济方面等发挥了各种作用
。

江南行业性

会馆公所的不断增多
,

实力的不断壮大
,

正是

江南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标志
,

它们是江南商

品经济发展的产物
,

又促进和有利于江南商品

经济的发展
。

个别行业公所在招收学徒
、

生产

规模
、

商品价格等方面的种种限制
,

束缚了同

业的手脚
,

不利于行业的生产和发展
,

但这样

的公所不占主流
,

发挥的作用更属有限
,

不能

以这样的公所来理解和评价江南所有的公所
。

江南的公所是千姿百态的
,

其形成时的社会背

景与西方行会迥然有别
,

产生时间前后延续了

两个半世纪
,

产生原因复杂多样
,

不能用举例

子的方式来 以偏概全
,

也不能不作具体分析
,



一 见公所甚至会馆公所即认定为欧洲式的行

会
,

更不能凭概念
、

凭直感
,

以中世纪欧洲行

会的模式来准齐江南的公所
。

我们不能在用欧

洲行会的特点框套江南的公所不符合时就说这

是中国行会的特色
,

而在论述中国行会的作用

时却又以欧洲行会来生搬硬套
。

从行业的角度

理解
,

称江南的公所为行会未尝不可
,

问题在

其性质
、

作用和对经济的影响
,

与欧洲行会有

很大的不 同
。

这才是 问题的关键
。

极而言之
,

即使把江南的行业公所全部视作行会
,

正如有

的学者论述的那样
,

江南的行会与西欧中世纪

行会在功能与结构上有着很大的不同。
,

根本

起不到西欧行会那种严重阻碍生产发展的作
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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